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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与传统文化情怀
□王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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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对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确
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而对于郭小川来
说，尤其如此。具体来说：

一方面，这一年，他的仕途及创作皆达到
了人生的顶峰。他是名副其实的按照延安知
识分子标准培养起来的干部，先后做过王震
的秘书、丰宁县县长、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中国作协秘书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1957
年晋升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行政级
别达到其人生的最高档次。更为重要的是，他
是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亲自选定并寄予厚望的年轻干
部，来作协后，他也确实遵照“加强作协工作，增强战斗性”的
要求，领导、组织并参加了作协系统内的一系列整风运动、反
右运动、干部下放活动。而且，这一年，他出版了诗集《致青年
公民》，创作出了足以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的《深深的山谷》

《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等叙事长诗，其影响之大、之快，
为同时代诗人所不可比拟。

另一方面，这一年，他对作协工作的厌烦程度之深、逃离
作协的想法之切，在党的高级文艺干部中也极为少见。且看以
下5则日记：（1）“五时，一起去看白羽，在那里交换了今后工作
的意见。一谈到现在的工作，简直百感交集，非常不愉快，作家
协会的事简直没有完结的时候。张海曾来催我要快些讨论陈
企霞的问题。四面八方都把我逼住，真是叫人烦恼。我实在不
想干下去了。”（2.11）（2）“对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
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2.17）（3）上午、下午均在家修改陈企
霞的结论。……但疲劳的很，我已经进入病境了。（2.18）（4）严
文井又要求解除工作，作家协会的工作真叫人厌倦之至！

（3.10）（5）“一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烦扰我……我真想离开这
里到下面去工作。”（8.28）（6）“党组的名单最后也定了，我还是
辞不掉副书记。”（10.28）……在郭小川用“烦恼”、“一点兴趣也
没有”、“刑罚”、“进入病境”、“疲劳”、“离开这里到下边”等词
语表达自己心境时，他对在中国作协机关的领导工作已经厌
烦到了极点。他把辞去作协副书记职务，作为1957年的美好愿
望。但在当时，这是徒劳而无奈的。

党性是有基本原则的。更多时候，它靠科学的理念号召民
众、赢得民心。但是，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它又不可能取代复
杂的人性，两者之间时常产生价值的游移。1957年，对于郭小
川来说，党性与人性基本是统一的，或者前者战胜了后者：“对
工作问题的分歧越来越显著了，也许以后要出现一场风雨，但
我就是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昧着良心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即
使受到处分也在所不惜的。”（2.27）然而，其心灵深处的矛盾、
纠结始终存在着，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很多批判活动中，他
常常自我反思按照党的要求所开展的批判活动。（1）“批评了
康濯和萧三……使我不安的是，这样是否会使萧三感到压力，
但实在到了摊牌的时候了。”（6.17）（2）“二时，到丁玲家开小组
会，这又是一场斗争，每一次都在一起发了一阵牢骚，而我总

觉得一个人对付一场，他们的意见中也有合理之处，他们都是
有才能的，但是对过去的不满，却使他们很容易流于片面。”

（3.6）（3）“开康濯的思想批判会，我最后一个发言，因为讲了一
些自己的事，心中感到不安，我也是有错误的。自己在工作上
有一些毛病，何时才能改掉啊！”（12.28）（4）“十一时半到家，心
中有些不快，礼拜天诚然过得很好，但明天又要进入激烈的斗
争，这中间，在心的深处是不能没有矛盾的。一个人天天在批
评的压力下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好受的，所以，一想到这些就
不好受，人真是多么复杂啊！吃了安眠药，大约二时才睡。”

（6.9）由上可知，面对被批斗者，他也常对之抱有同情之心，展
现了其心灵的柔软处，同时，他也身心疲惫，陷入痛苦之中，乃
至不可自拔。从 2月 25日日记中的“这个问题（注：丁陈问题）
如此容易的引起紧张”到 3月 1日中的“最近实在太紧张了”，
再到 12 月 9 日“弄得我非常不安！”我们大可用“纠结”或“焦
虑”一词涵概其这一年的心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境呢？
做一名大作家的梦想使然。此梦由来已久，“我的写作差

不多是与[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因为家庭贫困，稿费成为
必需的收入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八路军后，从事政
治工作，就很少写作了。”（1958年写的《小传》）“后来，萧三到
了359旅，他在王震面前多次赞扬我有‘文学才能’，王震受了
影响，才决定我去延安学习。”（《我在359旅工作和在延安学习
时的一些情况》）调到作协，自然希望成就此梦，“来了以后，一
方面，我当然也有一些觉悟，很想把斗争任务担负起来，跟党
组织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
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我的思
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他也很自负，

“我不是作家，是因为工作条件所决定，只要有机会写作，我的
才能也不见得比你差。”（出处同上）“我相信，我的才能是很高
的，只要我去钻，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在创作上干出一番事
业来，成为大作家。”（《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
1969年夏》）由此可见，他很想从一切实务中解放出来，专事创
作，但这与周扬、刘白羽的期许或愿望就大相径庭了。后者要
求的是文学领域内的政治斗争，而非个人的文学创作。一旦创
作时间得不到保证，创作灵感长期受到外界的压抑，心灵纠结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他把这种焦虑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在其

所营构的故事和意境中，将之转换、消解，从而与当时政治意
识形态的主轨道稍稍发生了一点偏移。

中国作协复杂的斗争形势使然。“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1）来自高层的文化方针、政策变化幅度大，郭小川时常
领会不了蕴含其中的政治意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出于
建立新规范、新体制的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开展
了一系列运动。在文化领域，几乎所有重大文艺运动都发生在
作协系统。可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中国作协是开展各种
运动的主阵地。1957年前后，从“双百方针”、“鸣放运动”到“反
右运动扩大化”，可以说，来自党和国家高层的指示、方针、政
策的变动幅度极大。这都给文化系统的主政者、执行者造成了
巨大的麻烦。他们常常因为不能充分领会中央真实意图而陷
入被动。郭小川主持开展过的批判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活动，就很能说明问题。（2）政治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周扬）说，右派大体包括这四种人：老党员、年轻的人、民
主党派的人和社会渣滓。”（9.19）“及时转入思想批判，再有右
派还可以反。排队时还可以再调整，经常不断排。……提意见
的，不都是右派，可能是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有人不提意见，
就是支持。上报也要注意，把首要分子搞厉害一些，把一般的，
也要一般的斗。”（《周扬对反右斗争的指示》）周扬的这种断定
或指示，在郭小川这里，就是政治任务，就必须不折不扣的执
行。这对于年轻的郭小川来说，如何消受得了。（3）所谓“右
派”，其队伍组成、思想动态非常复杂，也不是他所能轻易解决
的。“我已经是多方面成熟的 C.P.作家了，以后党可以少管。”

“不要党的领导，平等去竞赛。”“有人入党时，说党是冷酷无
情，森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刘绍棠问题》）这是郭小川
座谈笔记中的部分内容，代表了一部分右派作家的思想。其复
杂性，由此可见一斑。（4）他是年轻人，又是非实力派作家，作
协系统的一些老作家肯定不会屈从一个年轻人的领导。而整
改的对象大多为老作家。这自然让他处处受气。不过，值得一
提的是，我们从诸多老作家的文章、日记、回忆录、采访文字中
大体可得出以下认识：一是，左派作家也并非个个凛然正气，
相互提携关爱。从1930年代“左联”开始，窝里斗向来没有停止
过。宗派主义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1957
年变本加厉，新怨旧仇一起算，斗胡风，批丁（玲）陈（企霞），整
罗（烽）白（朗），谁敢否定没有加入宗派情绪？假借党和国家的

名义，行一己之私，这是客观事实。只要稍稍
浏览一下那个时代的会议发言、揭批材料，人
性的异化程度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什么友情、
亲情，什么原则、正义，完全被篡改或颠覆。陈
年烂谷子之事，着边的或不着边的，都被摆上
证据的舞台。最可怕的是，凡事动不动就上纲
上线，捕风捉影，搞得人人自危。二是，1957
年的反右运动给一部分作家的身心造成了致
命的伤害，这是我们后人必须正视与深刻反
省的历史教训。但是，他们也并非全是被冤枉

的，没有一点错误的。有些人后来的血泪控诉反而证明了自己
的虚妄与投机。他们也是假借国家“拨乱反正”之名，无限夸大
自己那点私事和伤害（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也是如此），
而没半点反省自身缺陷的诚意。当时过境迁，真相浮出水面，
反而证明了一部分人陈述的虚假和人性的虚伪。相对而言，

《中国1957》（尤凤伟）、《乌泥湖年谱》（方方）两部长篇小说比
较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对各类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尤其混
迹于其中的“害群之马”的描述，显得真实可信，值得读者阅读
和参考。总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还是实事求是看待为好，任
何极端的看法或判断，都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周扬及刘白羽的处事原则、风格给郭小川造成巨大的心
理压力。（1）“七时到荃麟处，白羽也去了，我们的谈话经常是
各谈各的，老弄不到一块。”（6.10）（2）“七时，白羽气势汹汹而
来，为了我昨天的信又忽激愤起来，说：我把黄秋耘的文章估
计低了；把《文艺报》的斗争估计低了；提出学习，是孤立的学
习。竟不顾刘真的在场，指责我起来……（6.30）（3）“谈到十时，
与白羽一同到黙涵处，在汽车上，他又莫名其妙地说中宣部对
我有什么意见，我到底怎样了？难道不是多方约束自己吗？多
少知识分子的妒忌！到黙涵处又谈起此一类事，弄得我很不愉
快，谈到十二时，回来，睡不好，很激动。提笔给荃麟、白羽写了
一封信，说明我这一两年来的情况。”（11.21）（4）“开批判韦君
宜和黄秋耘的会……十时前，忽接周扬同志电话，他对明天接
见日本作家时间大有意见。批评了一通，我这些事情还不清
楚。在黙涵处谈了很久，不自觉地流露点情绪——我实在不喜
欢在作协工作了。”（11.1）（5）“十时，开碰头会，为讨论干部下
放问题，白羽又激动起来，道理是不多的，我哽了他几句，后来
他也就不再生气了。空气弄得很紧张，问题不好谈，最后我分
了工，商量了一下步骤。”（12.20）从上述文字大可得出：郭小川
对刘白羽、周扬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工作态度深感不满，但
又不得不接受，而且还得严格按照其意办好每一件事情；他屡
屡遭到他们的批评，感到特别委屈，但又无处释放，无人诉说，
这或许也是其想尽快调离中国作协的原因之一。

1957年的郭小川，其内心的纠结、隐忧，不但在其日记中
彰显无疑，也在其诗歌写作中形成了有别于主流政治话语的
个体言说风格。

（下转第8版）

1957：郭小川的心灵纠结与个体言说
□张元珂

作为一位自少年时期即参加革命工作的作
家、诗人，郭小川的精神和创作很容易被解读为
一种单纯的红色。传诵一时的成名作《投入火热
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也确实容易给人如此
印象。他不同于艾青、卞之琳那样的诗人，带着明
显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不同于俞平伯、林
庚那样的诗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深有渊源。若说
在他身上具有传统文化情怀，不是有点儿不大合
乎常情吗？

然而，正如王一桃在《复杂的环境和矛盾的
人物》中所说：“郭小川可说是当代中国最具典型
的知识分子。他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
当过教师。而他本人从校门出来，在部队、机关也
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
忧民、上下求索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他对真理执著的追求，使人想起了屈原；他对艺
术不倦的探索，使人想起了李白、杜甫和许许多
多的诗人。”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类比，
由郭小川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中，确实能够发
现传统文化情怀的踪影，尽管这种情怀曾被他克
意抛弃、压制，却还是始终缠绕在他的创作生涯
中。

稍为仔细一些梳理郭小川的早年经历，不难
发现，传统文化教育正是他所受启蒙教育的重要
部分。他自幼即随创办学校的父亲、母亲，接受了
私塾般的教育，完成了四书等一般私塾的课程，
读过《诗经》，熟背大量古诗，尤其喜欢《木兰诗》，
8 岁就学着写对联。他最初的文学兴趣，可以说
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的。由于全家
逃亡北平，他早早失掉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安宁
的学习环境，但他三四岁时即开始识字，受教育
很早，虽然不能说他有多深的传统文化根底，应
该说，他已受到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
比较好的传统文化素养。不过，少年追求进步、从
军的经历，促使他更多地投入现实，而不是沉浸
在古典情怀之中。在明显带有纪实色彩的长篇叙
事诗《将军三部曲》中，“我”这样对将军说：

当我在学生的时代，/确也曾乘月夜，/对清
风，/把感伤之情发泄。/自从投笔从军，/我力求
与战斗生活相调协，/几乎一年了，/我不曾书写
诗页。/……/我已经是战士了，/绝不会再吟风弄
月。

中国传统诗文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有“吟风弄
月”、“叹老嗟卑”之嫌，这与郭小川在革命历程中
培养起来的激扬奋发的个性自然不能相融。然
而，传统文学、传统文化并不止于此，郭小川虽有
意将自身与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切割”开来，却
也并没有“切割”干净，多多少少留有一点根芽。
而这根芽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无声无息地成长起
来，某种程度上说，他后期的创作有向传统文化
情怀回归的倾向。

事实上，在忙碌而复杂的文艺界领导工作的
间隙，传统文化仍然常常成为郭小川放松精神、
寻找安慰和滋养的渠道。1957年，他总结为“这是
紧张而严峻的一年。文学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
争。我自己，是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而就在这
一年的日记中，有大量他与夫人观看传统戏曲、
曲艺等表演的记录，其中不乏后来被当成“毒草”
批判的作品。

1957年 4月 4日的日记载，“十二时睡。与蕙
君共读《水浒》一段”。而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

又记载：“跟蕙君一齐看了一回《水浒》，正是描写
武松的地方，‘血溅鸳鸯楼’真写得痛快淋漓，跟
我构思的《两兄弟》有某些相似处”。9月 9日这
天，“精神上有一种怅惘的感觉……近些天来，真
是失去了平衡似的，生活多么复杂，而工作的任
务又是何等艰巨呵！硬着头皮，去修改意见
书……十一时躺下。读了《唐诗三百首》数首”。
这样一位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人，在“精神上
有一种怅惘的感觉”之时，睡前读几首唐诗，或许
是要借此“把感伤之情发泄”？这是颇为意味深
长的。

郭小川在诗艺方面不懈追求，“楼梯体”之
后，尝试过许多种不同形式的诗歌体制。传统的
律、绝、歌行等自然不会是他选择的体裁，然而，
在愁苦愤懑之际，他忍不住也会偶尔借用旧诗格
式来较为委婉地表达。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手
稿中，有这样两首五言诗：

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
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
把酒论长江。

春来风更暖，心壮步难行。长吟成久痼，黑线
染洁容。日边云有色，窗下笔无声。当年越溪女，
何不采芙蓉！

有意思的是，诗末有这样一条自注：“韵是随
意押的，东、庚、江、杨各韵未分。”可以看出，他对
古典诗歌的遣辞造句和格律很熟悉，虽然无意精
雕细琢，却也能顺手拈来而运用自如。

“文革”后期，他与人谈起自己诗歌在全国的
地位，自信地说：“在运用韵脚上，我属第一，没有
人能超过我。”（周原《生命的孤独——红黑之间
的郭小川》）他谈的是新诗的用韵，然而其自信，
无疑源自对古典诗歌声韵的熟悉。

写于 20世纪 60年代初的《答问》（残篇），同
样洋溢着这种自信：

咦，您这是什么？也算作诗？/既没有格律，也
不讲究遣词造句！/（您知道贾岛推敲的故事吗，
还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既不写景，
也不创造形象，/最糟糕的是，/又在我呀我呀地
写你自己……//呵，谢谢您的好意，/请原谅我这
最后一次。/明天早上，我一定遵从你的劝告，

认真地写一点好诗：
既有格律，又有词句/只是没有“我”和“我自

己”……
在郭小川的诗作中，这是一首罕见的轻松愉

快，甚至带一点调皮和自谑意味的诗作，而且还
是一首“关于写诗的诗”。推敲和“春风又绿江南
岸”，是古典诗歌创作中最为经典的典故，郭小川

“一本正经”地拿来作为评量自己诗艺的标准，对
这种“吟风弄月”的东西，似乎又不那么“避嫌”了。
更重要的是，在他孜孜追求的诗艺中，“格律”与

“词句”（修辞）是两个重要的方面——而重视这两
个方面，又不能不说是受传统诗歌艺术的影响。

《郭小川全集》编者龙子仲先生在《全集》“后
记”中表述过这样一种看法：从传统文学向新文
学的文体转型中，“惟有诗歌，我们始终见到的是
一种游移的状态、一种失范的操作或无规则游
戏”。他认为郭小川的创作“贯穿着一种文体的自
觉”，“1949年后的共和国诗史上，郭小川在文体
自觉方面是堪称代表的”。

除了“楼梯体”，郭小川诗体方面最脍炙人口
的是所谓“新辞赋体”，细味其代表作“林区三
唱”、《青纱帐——甘蔗林》等，在节奏、用韵等方

面颇为考究：“林区三唱”上百句一韵到底，气血
贯通；《青纱帐——甘蔗林》则连续换韵，曲折变
化。这种手法，令人不禁联想到传统的长篇歌行
体。

在这些诗作中，郭小川兴之所至，也会不时
引用或化用一些古典诗句。《西出阳关》《雪满天
山路》诗题直接借用王维和岑参的诗，《雪兆丰
年》直接用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

大雪呀，/把肥水灌满稻田。/水闪光，/如同
大珠小珠落玉盘。

《秋歌》（之一）则化用了李白《蜀道难》中的
诗句：

回身看：垒固、沟深、西风烈，/请问：谁敢迈
步从头越？/回头望：山高、水急、冰川裂，/请问：
谁不以手抚膺长咨嗟？

还有那首曾引起争议的《望星空》：
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

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
咏的是星空，为什么会扯到“酒浆”呢？早在

20年代初，郭沫若也写过一首《星空》，其中有类
似的意象：

北斗星低在地平，/斗柄，好像可以用手斟
饮。/斟饮呀，斟饮呀，斟饮呀，/我要饮尽那天河
中流荡着的酒浆，/拼一个长醉不醒！

比照一下，郭沫若是明显借用了《诗经·小
雅·大东》的诗句“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浆”；而郭小川化用自小熟读的

《诗经》，则更为隐晦曲折。
提到新辞赋体，还不能不提郭小川那部多少

有些“急就章”性质的《两都颂》。这部诗集的标题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魏六朝辞赋体的代表作《两
都赋》（东汉班固）、《二京赋》（东汉张衡）、《三都
赋》（西晋左思）等传统名作，而郭小川则创造性
地将“颂”诗献给两城新兴工业城市：钢都鞍山、
煤都抚顺。

对传统诗词曲赋的吸收借用也好，追求新诗
的格律、用韵也好，创造新辞赋体也好，郭小川对
传统文学，特别是其表现手法，并不排斥，甚至可
以说，在他的每一次诗体的创新方面，都有某种
传统文学的影子作为参照物。

《将军三部曲》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长诗，而作
为诗歌主线的“将军”与“我”的对话，其主旨甚至
可说就是“论诗”。诗人对于自身所受传统诗文
的影响，态度有些矛盾，起初他认为应该完全抛
弃，“绝不会再吟风弄月”，理由是“古代很多诗人
的诗，/都把月光，/写得惨惨凄凄”。而作为“启
蒙者”的“将军”却不这么看，先是主动提议“真是
良辰美景！/写一首吧，这还唤不起诗情？”在诗
人提出自己的疑虑后，“将军”开导他说：“你的情
绪太陈腐了，/真是一介书生。/最好的战士，/才
有最高的意境。/月亮是我们的，/月亮与战士的
心/相辉映……”遇到放哨战士的盘查后，“我”担
心“这个小小插曲，/会不会扫了兴致？”而“将军”
再次开导他：“年青人哪，/你多么迂，/应该懂
得，/这也是真正的诗！/大地充满生机，/军中长
了斗志。/多美的月光，/多好的战士！”这似乎寓
示着，诗人悟到传统诗歌的“忧郁”情绪是要不得
的，但代之以豪迈、向上的内容，还是可以借用其
诗体“写一首”的。于是，长诗就在“将军”以四言
诗体拟就电文、“我”愉悦地抄写下来的情景中结
束了。

这一主张的实际创作表达，便是《西出阳关》

中对传统边塞诗格调的“颠覆”性改写：
何必“劝君更进一杯酒”！/这样的苦酒何须

进！/且请把它还给古诗人！/什么“西出阳关无故
人”！/这样的诗句不必吟，/且请把它埋进荒沙百
尺深！

谈到郭小川的传统文化情怀，自然不能不谈
《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之六）这两首其晚期
诗歌的代表作。郭小林在《1976：一个政治诗人
的最后痛苦》一文中说：“《团泊洼的秋天》和《秋
歌》两首诗其实是他失去人身自由时赠给朋友和
亲属，不为发表的私人写作。然而正是这些较
少主流话语而无意中多少带有一点与时代不够
融合的个人话语，让人们今天得以窥见他的真
实内心。”

这两首诗，仍然是政治抒情诗，但因为不再
充斥主流话语，不一味地“革命”，有了更多的私
人情感和牢骚不平，充满了“忧愤”之情，因而也
更加贴近由屈原、贾谊、杜甫等一脉相承而来的
传统文化情怀，正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
传》中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
两首诗中所罗列的意象、表达的情怀，也基本符
合司马迁对屈原作品的概括：“其志絜，故其称物
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静静的团泊洼”、

“白净的野鸭”、“香甜的梦”、“犹如少女一般羞羞
答答”，不正是“其称物芳”？“战士自有战士的性
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
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等一组排比，不正是

“死而不容自疏”？
论者多称这两首诗一扫前人的“悲秋”老调，

使人感到豁达奋发、正气浩然。然而诗人在其最
苦闷忧愤之时，以“秋”为题抒发出最强烈的情
感，却也表明其对屈原、宋玉以来传统文化情怀
的某种回归。这两首诗，可谓自宋玉《九辩》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情怀的当代回响。而变“悲秋”
之调为高爽奋进，也并不始自郭小川。有“诗豪”
之称的唐代诗人刘禹锡，早就写过这样一首《秋
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
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要说跳脱前人窠臼、打破“文士悲秋”传统，
将“秋”这一题材写得奋发激昂、大气磅礴，充分
表现作者在逆境之中不甘沉沦、勇于抗争的雄心
壮志，刘禹锡这首诗恐怕更占风气之先。1000多
年后，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结尾，有意无意
地应和了这一千古绝唱：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
下，它也许不符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
生根发芽……

《郭小川全集》的“后记”中说：“郭小川的公
众形象主要是一个战士诗人，他活着时抛给世间
的多是昂扬与奋发，是他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
梦想。然而真实的他确是单纯如此吗？我们觉得
不是的。”随着研究和解读的深入，笔者以为，在
并不“单纯”的郭小川及其创作之中，确乎是有这
么一些传统文化的情怀在潜藏着。


